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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空间生产与

空间正义问题的资本逻辑

陈 建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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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资本逻辑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转型和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

资本已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向“空间本身的生产”转移，空间超越时间成为经济生产的主导因素。

经济金融化和信息化进一步巩固了空间在资本追逐利润过程中的地位。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

的外部世界是已经进入空间资本化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资本化、

90 年代中后期资本空间化和 2000 年以来的空间资本化，推动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资本逻辑之下

的城市空间生产会消解人与自然的协调性，侵蚀社会平等性和城市空间多样性，产生空间正义问题。

因此，应当促进对外经济开放有序化，提高国内外经济之间均衡性，以制度节制资本，建构空间正

义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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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020）。

资本逻辑是资本具有追求利润和获取剩余价值的不竭动力。它通过扩张、渗透和转型，获取利润实现

价值增值。城市空间生产是指“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a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而城市空间生产则指在社会各种因素变化条件下城市空间急速扩张。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本逻辑的运行具有不同的投入对象和时空特征。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空间成为资本的载体，空间生产成为资本增值的方式。b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私有资本特征，中国的资本逻辑

除了私有资本之外还有公有资本，包括集体资本和国有资本。国际资本向中国转移以及国内经济资本化进

程的双重作用产生巨大的空间效应。资本逻辑一方面成为推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成为中国

城市空间正义问题的根源所在。当前中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 58.52 ％ ，城镇化进入了加速时期。c 本文以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为依据，以资本逻辑的时空变化作为分析主线研究中国城市空间生产过程，探究空

间正义问题的根源，并提出治理方略。

一、资本逻辑的时空变化与中国对外经济开放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国策推动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此时，资本主

a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47 页。

b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A: Black publishing, 1991.

c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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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经过数百年发展，资本逻辑经过若干变化之后具有新的时空特征。资本获取利润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新的

变化，已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向“空间本身的生产”转移。a 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资本投资，一方面采

用产业转移方式进行“去工业化”，另一方面复制本国内的投资方式对外投资，重点投资国外的生产与消费

空间而不是工业制造领域。因此，中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工业化”与接受国际产业转移，

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去工业化”是一个耦合的过程。中国的城市空间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渐成为国际资

本和国内资本的投入对象，成为资本积累与循环的载体。

（一）资本逻辑的时空变化解析

资本追求利润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会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变化和转型。在马克思对产业资本循环的分

析之中，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在时间上并存、在空间上继起，剩余价值得以创造和实现，资本

实现价值增值。在资本的积累与循环过程中，个别资本为获得超额利润，总是试图缩短个别生产时间和流

通时间，减少资本循环的周期。个别资本通过提高时间上的周转速度获得超额利润，从而获得更好的竞争

地位。劳动时间、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在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过程的作用较为重要。马克思对于资本的

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分析，都是以时间为基础进行分析的，他对于空间在

生产的作用研究贯穿于其以时间为主分析之中。“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时间消灭空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概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价值的本质，剩余劳动时间是利润的来源，剩余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周

转时间的比率决定利润率，并最终决定平均利率。”b 在 19 世纪中叶，资本通过时间的积累来“跨越”或“消

灭”空间，时间是资本逻辑的主导因素。

由于竞争的作用，资本总是试图从简单再生产走向扩大再生产。不同的生产环节如果能在同一个地点

分布并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之内同时来完成，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资本通过扩张企业空间规模，生产更多的

产品，获得较多的利润额。通过以空间换时间，空间扩张可以使资本获得较好的竞争地位。空间对资本积

累与价值增值的作用与意义不断彰显出来。在这样的资本空间化初始阶段，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是以工业产

品特别是轻工业产品为主，工业化为劳动力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之时提供就业机会，是这个时期城镇化

的主要动力。

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必然要求打破一切增值障碍，突破民族国家的地理界限走向世

界。“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突破超越一切空间界限”；c“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

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

空间。”d 在生产超过本地区消费能力的情况下，资本总是在千方百计地寻求突破生产供过于求的办法，突破

区域的空间限制，到全球范围寻找机会。在这里，空间作为资本扩大利润和实现剩余价值的间接途径而出

现。资本空间化是资本解决危机的重要途径，是资本循环的空间修复。e 它是资本逻辑利用空间增值的第一

个阶段。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外生于资本的积累与循环过程，并不是资本积累与扩张的内生动力。同质化生

产、数量式空间扩张是资本进行空间扩大再生产的特征。

随着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由于轻工业产品需求缺乏收入弹性，生产已经使得资本增值途径越来越狭

隘，资本的投入对象不仅逐渐向重型化工业产品方向发展，而且深入到对长期固定资本项目的投入方面，

以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延缓危机的发生。这是资本循环的时间修复。随着长期固定资本项目被纳入关注范

围，资本不断从工农业产品的单纯生产转向生产条件的生产，包括固定资本项目、人造环境与空间条件的

生产。空间进一步被纳入生产过程。由于空间需求相对刚性，拥有持久与牢靠的高利润率保障，在高于工

业产品平均利润率的条件下，资本的投入对象会不断向空间生产方面转移。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

初，资本对生产的重点投入对象已经悄然发生实质性变化，它逐渐失去了对工业产品生产的兴趣。这样，

a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 47 页。

b		大卫·哈维：《资本的城市化——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5 页。

cd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16、33 页。

e		David Harvey, The Spatial Fix —— Hegel, VonThunen, and Marx, Antipode, 1981, Vol. 13(3), pp.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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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逐渐通过对空间的占有与使用来获得利润。“今日，对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心事物的生产

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a 这是因为通过城市空间的生产并以此获取租金产生的利润比投入工业生产所产生

利润来得更多更快。“在建筑业中，通过建筑业本身，依靠一种中介——空间——金钱又带来了金钱。”b

在这里，空间生产对于资本生产不再是基础与条件，而是成为资本存在的载体，是资本增值的内生变量。

因此，空间被资本化了。

资本逻辑的时空变化，如果说以时间为主导的资本积累与循环是第一级循环的话，那么以空间为主导

是资本的第二级循环。在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条件下，资本为提高利润率获得超额利润，会不断进入第

二级循环。资本第二级循环的投入对象是生产和消费提供环境功能的人造空间建设，如不可移动的长期固

定资本、交通网络与城市人造空间等。c 资本投资于生产与消费的人造空间环境实际是资本积累与循环的

“时间—空间修复”。d 通过空间资本化过程，资本完成了对劳动力的全面包围，获得了牢靠的利润率保障。

“资本从中找到庇护的空间，一个额外的、补充性的剥削领域。”e 这样，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

义已经迥异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

资本，与地产相对立”的时代。f 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的生产，时间是生产过程的主导因素，时间对于利润

率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当资本主义生产达到一定阶段之后，空间已经超越时间成为生产的主导因素。因此，

“19 世纪的人们曾经被时间所牢牢地掌握，但是，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人们被空间的魔力抓住了 g。”到 20

世纪 70 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到达了空间资本化的阶段。空间资本化是资本逻辑利用空间增值的第二阶

段，也是全新的阶段。空间不仅是资本积累与循环的条件，而且是资本直接攫取超额利润的途径与方式。

（二）空间资本化的全球背景与中国对外经济开放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发端的全球经济金融化与信息化进一步催化了空间资本化，巩固了空间在资本逻辑

中的地位。经济金融化使得个别资本突破了数量与规模的瓶颈约束，而信息化进一步实现了资本的全球性

空间生产。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崩溃使得世界各国货币发行失去了黄金的硬约

束。从此，全球的金融投机与虚拟经济发展进入全新阶段，资本出现全球性泛滥现象。先前，个别资本需

要积累到一定的数量与规模之后，才可以从工业品生产（第一级资本循环）进入到空间生产（第二级资本

循环）过程，信用扩张与金融工具的运用是受到产业资本规模约束的。现在，资本借助于大量的金融杠杆，

扫清了资本循环升级的数量约束与障碍。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循环，现在由

于大量金融资本的介入与帮助而使得循环变得更为顺畅。金融资本的发展促进了产业资本从第一级循环升

格为第二级循环，巩固了空间资本化。h

在全球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中，同时发生还有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资本借助于

信息技术寻找新产业和新机会，摒弃福特主义（Fordism）生产方法，采用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弹性

生产方式，在空间上寻找最佳盈利区位，充分利用国外资源，贴近原料与劳动力市场，使得更多的地方参

与到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来。这也是全球生产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的细化，把更多的空间纳入其生产

体系，直至最后把空间变成资本的载体。弹性生产不仅可以是工业品生产，而且可以是空间生产，复制相

同模式的生产与消费空间，采取差异化的空间设计。弹性生产推动下的空间弹性积累，使得空间生产可以

像工业产品一样实现差异化与个性化，实现错位竞争。资本采取空间性的竞争，城市空间成为弹性空间，

a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 47 页。

b		亨利·列斐伏尔：《后技术社会机制》，《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79 页。

c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在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之下，资本进入生产领域具有三种形式的循环：第一级资本循环（the Primary Circuit 

of Capital），第二级资本循环（the Secondary Circuit of Capital）和第三级资本循环（the Tertiary Circuit of Capital）。参见大卫·哈维：《资本的城市化——

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第 4—8 页。

d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89—91 页。

e		享利·列斐伏尔：《对空间政治的反思》，《空间与政治》，第 44—45 页。

f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167 页。

g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Heterotopias, Architecture, Mouvement, Continuité, 1984(5), pp. 46-49.

h		宋宪萍、梁俊南：《基于资本循环框架的金融化与空间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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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成为弹性城市（Flex-city 或 Flexopolis）。a 弹性生产促进资本实现全球性空间生产。这是资本大幅度征服

空间的阶段，既是对全球性空间的征服与整合，也是空间进一步被整合进资本逻辑并完全沦为资本载体的

标志。

于是，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金融化和信息化下的弹性空间生产进一步推动了空间资本化。

自此之后，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空间资本化进入了全新的膨胀阶段。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如美国、日本、西班牙和希腊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与房地产部门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空间生产是最有利可图的利润增长点，从而成为国际资本的主要俘获对象；发展中国家

的工业生产和科技领域并不是国际资本的主要青睐对象。发达国家的空间资本化推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空间

资本化。发展中国家的空间资本化使得其城市化与工业化脱离关系。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时间相耦合的

是，发展中国家就是从这个时候进入加速城市化时期。1975 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了发达

国家；到 2000 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占世界城市人口比重是 68 ％ ，但是 GDP 占世界的比重不足 21 ％ 。

这表明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较为严重。b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是一个已经进入了空间资本化的世界体系，而且

是经济已经高度金融化和信息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由于平均利润率下降和危机逼近，资本进行全球性

的空间生产。“资本主义正进行着一次大规模的‘空间修复’过程，表现为资本时空转移的趋势明显增强，

跨国企业转移资本过度积累的方式，已经从简单地扩大生产规模，转向投资于跨国建成环境领域。”c 在资本

主义的“时间—空间修复”过程中，“地理扩张经常需要投资长期的物质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在时间转移

和空间转移双重力量的影响下，许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被‘拉拢’进资本循环体系，成为吸收盈余的‘接

收器’”。d 一方面，中国不断接受了西方国家由于空间资本化而转移出来的产业，借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

把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本和技术相结合，发展了一批劳动密集型的出口行业，使中国成为

“世界工厂”。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经济开放战略为国际资本的进入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在融入全球经济

之际，中国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也一并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空间整合过程。”e 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空间

生产’已经成为与‘工业生产’并行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机制”f。在空间资本化的全球背景下，在新一轮

“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作用下，资本可以更短的时间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移到“空

间本身的生产”上来。g 在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与全球化多重同时作用之下，中国从 1978 年开始到 20

世纪末只用了二十年时间就从工业产品生产迅速地向城市空间生产转变。h 通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城

镇化从初级的资本积累到空间资本化所经历的时间更短。

二、中国的资本空间化、空间资本化与城市空间生产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对外是不断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对内是经济市场化的过程。资本逻辑的时空变化

不仅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资本化进程影响中国经济生产，而且发生于中国不断市场化的经济生产体系

之中。在来自世界和国内空间资本化内外联动的“夹攻”之下，中国仅仅用三十年左右就走到了空间资本化

阶段。在效率为先的条件下，公有资本（集体资本与国有资本）同私有资本一样，遵循着资本的逻辑。资

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推动中国城市空间生产，也使得城乡空间关系出现“溶解”，城市空间呈现“畸形”

的特征。i

（一）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的经济资本化与城镇化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放松对私营经济的管制、发展乡镇集体工业企业、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和吸引

a		爱德华·W. 索亚：《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224 页。

b		陆晓文、郁鸿胜：《城市发展的理念——和谐与可持续》，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年，第 10—11 页。

cefh	 武延海、张能、徐斌：《空间共享——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城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96、96、98、97 页。

d		张凤超：《资本逻辑与空间化秩序》，《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 年第 7 期。

g		大卫·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 391 页。

i		Henri Lefebvre, Dissolving city, planetary metamorphosis, Environment & Planning D: Society & Space, 2014, Vol. 32(2),  pp. 20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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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中国经济资本化进程。改革首先开始于农村生产体制，许多联户合办、跨区联户等

形式的合作性质企业趋向于在小城镇集中，乡镇集体企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此时，私有资本发展还受

到限制，对外来资本的管制还没有完全放开。许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假借集体企业名义进行生产。集体

资本具有追逐利润与价值增值的内在动力，假借集体企业的名义而实质上是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加强了集

体资本的性质与特征。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乡镇集体企业的个人产权归属并不清晰，但是集体资本的

逻辑推动了集体企业快速发展，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乡镇企业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兴力

量。1978 年，中国在集体单位的就业人数是 2048 万，到 1990 年增长到 3549 万，增长了 73.29 ％ ，增长率

居于国有、集体与私营企业之首。a 从有代表意义的工业来看，集体经济已超过国有经济，到 1995 年底，

全国城镇集体企业达到 100 万户，从业人员占城镇职工业总数的四分之一，其创造的工业产值占城市工业

产值的四分之一以上。b 乡镇集体企业在利税上缴、外贸出口和剩余劳动力安置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是推动 20 世纪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力量。

在城市，20 世纪 80 年代对国有企业的扩权、减税、让利、利改税和经营责任制，尤其是 1992 年开始

推行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渐让资本逻辑在国有企业之中得到发展，国有资本追逐利润的动力要求不断得到

政策正式确认。通过 20 世纪 80 年代的价格“双轨制”，城市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获得较多的超额利

润。国有工业企业成为国家性资本积累的重要部门。相当一部分的国有资本保值与增值并不表现为企业账

面上利润的增长，而是转化为隐性的个人与企业收益。在城市是生产性城市的政策下，城市作为国有企业

的集中地点，国有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虽然效率相对较低，但是国有企业的发

展仍是城市吸引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途径。1978 年，中国国有企业的就业数量是 7451 万人，到 1992 年增长

到 10346 万人，增长率为 38.85 ％ 。c 除了私营企业、乡镇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资本

逻辑与特征最为清晰的是来自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国际资本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与环境成本，以扩大

在中国市场份额为目标。这在珠江三角洲和沿海开放城市表现较为明显，出口导向轻工业是主要产业形式，

也是其城镇化的重要动力。由外商直接投资兴办“三资企业”成为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一条渠道。到 1990 年，

在“三资企业”就业的人数达到 62 万人。d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领域不断拓展到城市，在国内市场需求拉动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支持下，

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迅速发展，带动了工业就业人口迅速增长。在中国沿海地区的企业集聚区域，由新兴

小城镇组成的“工业化地区”较为快速。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由于管制不断放松而发展

较为迅速，而国有企业受到体制的约束而发展较为缓慢。出口产品、轻纺产品和家用电器等是非国有企业

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产品。国有企业仍然是重化工业的主力军。在工业化带动下，中国城镇化人口从 1978 年

的 17245 万人增长到 1992 年的 32175 万人，城镇化水平从 1978 年 17.92 ％ 增长到 1992 年的 27.46 ％ 。e 城

市建成区面积在 1981 年为 7438 平方公里，1992 年为 14958.7 平方公里，增长近一倍。f 城镇化速度相对低

于工业化速度。

（二）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资本空间化与城镇化加速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下，资本的制度约束被进一步放松，

资本逻辑得到进一步实行。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在这个时期进入明晰化进程，原先假借集体企业之名的私营

企业与外资企业纷纷正名，资本逻辑得以名正言顺。私营企业蓬勃发展，“三资企业”加快发展。非公有制

企业在数量、规模和行业领域上都获得了扩展。国有企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采取“政企分开、政

资分开”的战略。公司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按资本逻辑改革而做出的重要举措。公司制权力结构的核心是资

本主权，按股份份额决定收入分配，根据投资权分配决策权，为资本追逐利润提供了治理结构基础。随着

acd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7》。

b		范恒山：《所有制改革理论与方案》，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65 页。

e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93》。

f	 国家统计局：《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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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改革逐步到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治理结构从法律构架上完成了从行政主权到资本主权的转变。国

有资产监督和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是改革按照资本逻辑迈出的坚实一步。尽管国有资本按照资本逻辑决策

还受到中国相关体制的约束，国有企业还承担着社会职能而不是完全以利润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资

本主权以及保值增值取向已经在国有资本之中得以确立，效率成为国有企业的重要发展指标。

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向更深的范围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走向深化。中国许多竞争性

商品和服务价格全面放开，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逐步取消。企业从计划经济的限制之中不断突破，原材

料与产品价格根据市场供求状况确定。城市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在 1994 年分税制确立之

后，土地制度改革逐渐从深圳和上海扩展到全国各个城市。1991 年中国开始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城镇居民

住房制度朝着市场化发展，单位福利分房制度于 1998 年终结。房地产业从这个时候开始并逐渐成为国民经

济的支柱产业。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方式得以确立。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国内统一市场进一步形成，市场范围不断扩大，市场体系不断完善。行政管理体

制之下的分割市场和“诸侯经济”不断被突破，许多原来限于本地区的劳动力、技术以及产品从本地区市场

走出，不断向全国市场拓展。企业产品的市场范围从地方变成国内，再从国内不断向国外延伸。外贸管理

体制进一步改革和放开，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扩大，汇率制度实行改革。轻工产品不断开拓国外市场，外贸

出口在整个 90 年代呈现加速的态势。1990—2000 年，中国对外进出口增长 7 倍。a 至此，中国基本形成对

外开放性经济发展格局。

同这些市场深化与范围扩大相对应的是，资本空间化对于中国的城镇化作用开始显现并不断加深，城

镇化进入加速时期。1995 年之后，中国城镇人口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整个 80 年代。1978—1995 年，中国城

镇化率每年提高 0.64 个百分点；到 1995 年以后，每年提高 1.25 个百分点，进入了快速的发展时期。2000

年，中国的城镇人口为 45906 万人，城镇化水平 36.22 ％，城市建成区面积 22439.3 平方公里，比 1992 年

增长了 7480.6 平方公里。b 1995 年之后，中国城镇化人口、城市建成区和经济开发区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此

前时期，已经超越工业化增长速度。重型化生产和生产空间扩大是工业园区扩大与数量增长的主要因素之

一。到 21 世纪之初，全国各类开发区达到 6866 个，开发区规划面积达到 3.86 万平方公里，超过了当时全

国所有城市建成区的面积。c

（三）2001 年至今中国的空间资本化与城市空间生产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经济体系正式对接世界经济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空

间资本化对中国的影响加深加大。在国内，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与积累，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规模不断

壮大，私有资本和公有资本的数量与规模不断接近并达到了从工业品生产（第一级资本循环）向空间生产

（第二级资本循环）的规模要求。同时，以土地为核心的制度改革进一步向市场化方向发展，城市空间建设

领域的制度创新有利于资本不断进入，土地、房地产和交通基础设施领域逐渐成为资本的青睐对象。城市

居民住房商品化加快发展，房地产业成为支撑地方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金融业的管制放松也有利于城市

空间进一步建设。中国空间资本化进程正式开始。

在空间资本化过程中，资本与地方政府交互作用，形成了以土地为中心的增长联盟机制，推进了城市

空间急剧扩张，使得城镇化演变为城市空间生产。在这一时期，资本发现，通过发展和销售城市空间可以

获得高于农业和制造业的产业利润率。城市空间成为私有资本与公有资本的主要投资对象。地方政府发现，

通过不断建设城市空间，推动经济保持增长态势，再加上持续的通货膨胀，可以缩小实际债务规模，并不

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地方政府通过银行借贷和融资平台，不断获得开拓城市空间的能力。银行和金

融机构为城市空间生产注入了动力。通过市场化改革和融资渠道，私人资本可以加入到城市空间的建设与

投机之中。这样，不断地有资本从工业的第一级循环脱离出来，加入到城市空间生产的第二级循环之中。

a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91、2001》。

b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7》。

c		郑国：《开发区发展与城市空间重构》，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年，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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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金融化和虚拟经济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空间资本化进程。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极大地

提高了空间资本化的规模与速度。资本利用信用杠杆和金融工具，可以实现资本的快速集中，扫除了资本

从第一级循环到第二级循环的障碍，促进中国城市空间生产。首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贸顺

差带来的大量外贸盈余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转化为基础货币。由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相对较高、外贸顺差

不断增多，基础货币投放量不断增加（如图 1）。目前，中国有 3 万多亿美元的外贸盈余，相对应地发行了

18 万多亿元人民币左右的基础货币。这部分基础货币提高了银行贷款数量，成为中国金融业和虚拟经济较

快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 1  1985—2016 年中国进出口差额和外贸依存度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7》。

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际，中国为应对危机采取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促进了金融业的快速发

展，提高了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之中的比重。由于货币超发导致相关资产估值急剧膨胀，以房地产业和

金融业为核心的虚拟经济快速发展。2000 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 M2 为 13.46 万亿元，到 2016 年增长到

155.66 万亿元，增长了 10.5 倍；2000 年，中国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的增加值分别是 4149.4 亿元和 4836.2 亿

元，到 2016 年增长到 48132.8 亿元和 62132.4 亿元，增长了 10.6 倍和 11.8 倍，远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48 倍的增长速度。a 金融业的发展扩大了资本空间化的范围，促进中国企业对产业和空间的投资从本地区

走向全国、从国内走向国外。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步伐大大加快，这也是中国资本空间化的国际进程。同时，

中国空间资本化从这个时候进一步加深，城市空间生产速度加快。空间成为资本存在的一种形式。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国内资本已经超越外来资本数量，国内资本逻辑的时空变化逐渐居于主导地

位。在这个时期，资本逻辑支配城市建设思想——城市主义与开发主义盛行。b 地方政府与资本形成合作

关系，共同对城市空间进行开发，推进旧城改造与城市新区建设。通过这样的空间开发机制，城市周边空

间不断地以基础设施加房地产的形式卷入到城市空间之中，进一步加快了城镇化速度。2017 年，中国的城

镇人口 81347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为 58.52%。c 2016 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为

54331.5 平方公里，比 2000 年增长了 30304.9 平方公里。d 中国城市建成区以空前的速度增加，城镇化到这

个时期已经发展成为城市空间生产。

三、资本逻辑的悖论、空间正义问题与治理方略

“资本积累向来就是深刻的地理事件。”e 当空间被整合进资本积累与循环过程之后，一方面资本逻辑会

驱使空间飞速扩张，另一方面运用利润获取和价值增值来驱动空间扩张必然会促使城市空间畸形发展、空

a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7》。

b	 陈映芳：《都市大开发——空间生产的政治社会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5 页。

c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d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5》。

e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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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正义问题突出，这就是现代资本逻辑的悖论。“如果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所在

地，那么它也已经成为巨大对抗与矛盾的地方，这种对抗与矛盾产生的中心并无定所，它或在这里或在那

里。因此，它既不能被定位也不能被扩散。”a 资本逻辑的悖论造成空间的内在矛盾，消解空间的正义性。正

义的空间是社会平等性与自然生态性的多样性综合体，满足人的多样性需求，达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

当前中国城市空间生产不断消解人与自然的协调性，侵蚀社会平等性和城市空间多样性，降低城市的宜居

性。空间正义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

（一）国内外经济失衡、城乡空间“二元”对立和对外开放有序化

从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产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是在国际资本处于垄断地位、西方发

达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的环境下进行的。“我们全都卷进了一个资本主义城市化或不平衡时空发展的全球进

程，即使那些国家，它们至少在名义上探索着一条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或非资本主义城市形式。”b 出口依然

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许多沿海城市的外贸依存度都在 100 ％ 以上。在国际资本空间化过程中，作

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外经济生产是从属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出口加工生产远距离地同资本

主义的全球性生产构成有机整体，而近距离地同国内其他生产部分的关联相对较弱。从资本主义国家转移

到中国的生产环节相当大一部分是高污染的低端生产部分，它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较低的环境污染

成本。在中国资本空间化过程中，数量增长对资本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同质性生产

及其相同或相似的空间数量式扩张成为城市空间生产的常态，“空间规模的生产”的特征较为突出。许多低

端的工业生产环节无节制的空间扩张产生了较大的环境污染问题。如果这种生产得到大量与持久的发展而

不能转型升级，一方面使得中国的生产空间长时间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世界体系，另一方面造成了中国自

然环境恶化、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趋于紧张。

资本逻辑的悖论对中国空间正义的消极影响远不止于其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尖锐之上。资本逻辑下

的城市空间生产必然带来“不平衡的地理发展”。c 一方面，同质性与规模化生产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相

同特征的生产工厂和千篇一律的城市外观，造就了粗放与表面的城市化；另一方面，空间资本化使得不同

空间合作趋于降低，城乡空间之间的协调趋于式微，空间越来越失去内在关联性。在空间资本化过程中，

当空间被整合进资本的积累与循环过程之后，资本以空间为载体直接攫取超额利润，资本与产业（农业和

制造业）的关联性越来越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内在耦合性不断降低，从而侵蚀城市与农村之间已经形成

的分工与协作关系，造成城乡空间“二元”对立。“在世界市场的压力之下，以城市化作为手段，资本依据

复制与繁殖原则不仅可以控制先前的空间，而且可以生产自己的空间秩序”。d 在中国，通过地方政府与资

a		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ison & Busbay, 1976, p. 85.

b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474 页。

c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第 19—89 页；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 159.

d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UK.Blackwell Ltd., 1991, p. 326.

城市建成区年增长率（%） 城镇人口年增长率（%）

（%）

图 2  1982—2016 年中国城市建成区和城镇人口年增长率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7》。



Academic  Monthly 第 50 卷 07 Jul  2018

68

本的交互作用，大城市以工业化为先导、以旧城改造和城市新区建设为主要途径，在中小城市以房地产和

建筑业为支柱产业，推动城市空间生产，促使城市空间扩张过快。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空间扩张速度超过城市人口增长所应当拥有相应的空

间增长速度，城市空间顺着交通轴线从城市近郊不断向外扩张，城市空间生产威胁到自然环境与传统农村

生存空间。从 1982—2016 年，中国城市建成区年平均增长率为 5.88 ％ ，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3.99 ％ ，

城市建成区年平均增长率高于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89 个百分点（如图 2）。a 城市建成区增长速度超过

人口城市化增长速度，城市空间作为人造空间环境与自然之间关系显现出对立与紧张的局面。许多城市空

间生产不仅威胁到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使得城市与农村之间关系不断趋于对立，城市空间过快扩

张并挤压传统农村空间，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被打破之后又无法融入城市空间。这使得农村与城市并没有朝

着生产分工与协作方向发展，而是使农村以不正常的关系依附于城市，城乡空间“二元”对立关系走向深化。

因此，要本着适当、渐进和有序的方式来推进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平衡国内外经济之间的关系。要降

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把产业结构从出口与投资驱动型转变到立足本地与本国居民需求消费的轨道上来，

提高国内生产供给与需求的对应度，发展基于本地方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产业体系。要防止中国城市空

间生产过度地被国际金融资本裹挟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应当防范国际金融资本把中国城镇化作为重

点投机领域，防止中国城市空间成为国际资本的俘获对象。在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状况之下，金融资本会

通过空间资本化方式催化城市空间过快扩张。因此，应当控制中国的货币超发状况，限制经济金融化与虚

拟经济的发展。要对中国的汇率制度和结售汇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革，保证人民币的均衡性供给，保持国内

外货币兑换的合理性，保证资本在国内外的进出受到一定的管制。

（二）“单向度”的资本逻辑、空间正义性消解和制度节制资本

空间从来是多维度的，正义的空间具有生态性、平等性、多样性和体系性。如果把空间当作实现资本

价值增值的途径，必须会摒弃其他维度。在资本逻辑下，城市空间生产从来不会系统性和平等性地进行空

间生产。在空间资本化下，资本虽然重视空间生产，但是缺少对高层次与精致化的空间产品的追求动力。

空间只要能够保证利润率和生产发展需要，服从于资本逻辑，除此之外其他维度的空间发展是没有必要的。

这就是资本逻辑的“单向度”问题，必然产生“单向度”的空间问题，也必然带来城市空间正义问题。资本

逻辑之下的城市空间生产消解了空间的整体性，促使城市空间碎片化发展，城市空间屈从于空间作为资本

必须增殖的要求，而不从属于城市居民的生活与工作逻辑，不从属于空间的使用功能。

正如工业产品以差异性在竞争中获取超额利润一样，空间作为产品和资本存在的形式，以空间差异性

企图在竞争中胜出，但是它以资本逻辑作为扩张依据必然会造成了空间的单调和胁迫性，导致城市的丰富

性和宜居性不足。“正义问题不能独立于城市条件之外，不仅仅因为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首先是因为城市

集聚了已经浸润了现代社会的多种张力和冲突”b。在空间资本化过程，空间差异和弹性空间成为资本实现利

润的手段。“一方面，空间壁垒和区域性的区分必须被打破拆毁；另一方面完成这个终极目标所采用的手段

势必带来新的地理差异的生产，从而形成了有待克服的新的空间壁垒。”c 这个过程是“地理差异的生产”。d

空间在资本与贸易的力量下重新组织，而空间自身的固有屏障则在资本流动下不断崩溃。空间差异、空间

破碎化和空间不平等是资本逻辑之下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明显结果。居民的个体空间越来越受到资本逻辑

的影响。

在国际资本空间化的影响下，由于中国各个城市分别进行多头对外的出口导向型并带有竞争性的经济

生产，产业同构化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导致城市群内部不能形成有效率的分工与协作关系。在资本空间化

与空间资本化下，中国城市空间必然产生破碎化与非连续性开发问题。在城市中心城区，城市空间各个组

a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7》。

b		Edward W. Soja, Seeking Spatial Justice,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p. 1.

c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2, p. 417.

d		唐旭昌：《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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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互不协调，没有构成协同与配套关系；在城市郊区，土地破碎化低效率利用现象比较普遍。随着中

国经济市场化不断深入，土地租金和房地产价格在中国城市空间布局之中的作用日趋突出，利润率和收入

日渐成为不同产业和城市居民在空间定位的主要依据。居民的空间区位隔离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许多大

城市的中心城区与城市边缘区呈现二元化发展特征：中心城区集中优势的公共资源，城市郊区缺乏这些资

源并且治理混乱。城市空间矛盾不断走向尖锐化，促使“二元化城市”的兴起。a 在这样的城市空间之中，

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隔离日益明显，空间平等性受到侵蚀和消解，空间流动性被破碎化的城市空间所阻挡。

因此，应当用制度把资本逻辑限制在积极的范围之中，在地方政府与资本之间矗立起一道“隔离墙”，

规范资本逻辑。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以土地为核心的城镇空间建设不断向市场化和资本化方向发展，相关

法规不断放松便于资本进入城镇空间建设领域。但是，对于资本的节制、规范和约束的制度体系尚未完善，

导致了资本的无序逐利。所以，要运用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规范和约束资本，推动资本从房地产业、

以金融业为核心的虚拟经济和城市空间生产领域（第二级资本循环）向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方向（第三级

资本循环）发展，防止资本过多地停留于虚拟经济和城市空间生产领域。b 要促进中国行政管理体制、财税

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城乡规划制度形成节制和约束资本的制度体系，提高城

市空间正义性。

〔本文为 2016 年上海市浦江人才研究项目“大都市区下上海城市蔓延与精明增长路径研究”（16PJ067）

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沈 敏）

a		曼纽尔·卡斯泰尔著：《信息化城市》，崔保国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47 页。

b		根据大卫·哈维的理论，第三级资本循环是资本进入科学与技术领域，还包括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军事领域和国家机器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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